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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香港航空政策的方向〉為標題，刊於二 OO 四年四月二十三日的信報財經新聞 
「商管啟示」(第三十一頁)。 
 

  整體而言，世界各國的航空政策均步向開放；然而，各地開放速度及內

容都不一樣。關於航空管制，一般可分兩類：（一）監管機構可能限制航班數目

及選擇航線營運公司；（二）監管機構可能管制機票水平及改變幅度。美國自一

九七八年開始，對航空業於短期間解除價格及航線營運管制。可是歐盟卻遲於

八十年代末期才開始以十年時間，逐步開放區內航空管制。相對其他地區，亞

洲巿場由於區內對航空運輸需求分散，結構因素限制競爭，開放速度遠較歐、

美兩地緩慢。 

  香港為亞洲區內主要樞紐機場，航線除中國內地及台灣線以外，大部分

為國際航線。由於雙邊航空協議規定，國際線大多由雙方國家選派航空公司負

責經營。因此，大部分航線均非壟斷經營，香港主要限制航線經營者，而沒有

管制價格。 

  自八十年代中期開始，港龍為港府指定的國內線主要營運公司；同時

間，國泰則為國際線的主要營運者。事實上，自從港府於一九八五年正式宣布

「一航線、一航空公司」的十多年以來，兩間本地航空公司都各自在中國大陸



及國際航線運作，而並沒有作出直接競爭。由於存在著其他國家及中國航空公

司的對等航權，「一航線、一航空公司」政策並沒有造成巿場壟斷，對消費者沒

有明顯的負面影響。事實上，國泰在國際航線上不但面對持有對等航權航空公

司的競爭，還要應付其他持有香港第五或更高航權的間接競爭。相對而言，港

龍在內地線的營運，則主要和持有對等航權的國內航空公司競爭，這較溫和競

爭環境導致港龍在香港至北京及上海兩地航線，賺取可觀盈利；然而，港龍同

時營運香港至國內其他次級城巿航線。這種以「高盈利航線」去補貼「低盈利

或虧損航線」的安排，最終希望維持來往低密度城巿的航線，在東南亞國家的

本地航線安排並不算罕見。雖然政府並沒有公開肯定這種航線安排政策，但港

龍需同時營運香港至次級城巿的「低盈利」航線，似乎政府和港龍有一種協議

存在。事實上，這「一航線、一航空公司」政策雖限制港龍及國泰兩間本土航

空公司直接競爭，兩間航空公司在各自巿場成功經營而賺取可觀盈利。然而，

這「巿場均衡」在雙方申請開辦對方「黃金航線」而受到沖擊：港龍經營香港

至台北，而國泰想開辦香港至北京、上海及廈門航線。政府雖沒有批出國泰申

請的所有航線及航班密度，但「有限度」的航班安排亦代表著政府容許國泰恢

復經營國內航線，「一航線、一航空公司」的航空政策正處於瓦解邊沿。 

  雖然政府可能正改變一向沿用的航空政策，但政府並沒有詳細解釋新政

策原則及內容： 



（一） 政府會否開放所有航線予國泰及港龍同時營運？ 

（二） 當某特定航線運力尚未完全運用，政府如何分配剩餘運力予兩間本土航

空公司？ 

（三） 當獲取新航權安排時，政府如何分配予國泰及港龍？ 

  同時，政府會否知道改變政策的後果： 

（一） 國泰和港龍無論在航線營運及規模分別極大，全面開放巿場競爭結果為

何？ 

（二） 消費者及香港經濟會否從開放巿場競爭中得益？ 

  筆者覺得政府正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壓力，而希望通過改變航空政策去

增加本地競爭力；然而，政府並沒有正式公布新政策措施。筆者認為兩間本土

航空公司，均希望政府清楚列出新政府原則及內容，從而儘快規劃企業策略。

可是，航空業作為香港重要行業之一，政策改變不但影響行業本身經營環境，

對本地經濟亦會產生一定影響，新航空政策將會是本地重要經濟政策之一。 

  要制訂新航空政策並不容易，政策制訂者可能需要比較不同可能方案對

香港的影響，再在眾多方案中選取「最優」政策。筆者和一些同事認為新政策

需考慮下列問題。對本地航空公司的「開放」政策對香港航空業有甚麼短期和

長期影響？兩間航空公司的直接競爭是否代表著航空業的健康發展？兩間航空

公司競爭是否一「零和遊戲」？抑或巿場會因競爭而擴大？如政府認為香港應

全面開放航空巿場，應採取甚麼方法？ 



  從美國及歐洲兩地航空業開放經驗而言，巿場開放途徑及方法主要可分

「震盪式」及「漸進式」兩種。美國於一九七八年開始以極短時間開放國內航

空巿場，目標希望達致高效率、低票價及優質服務。在開放後的首十五年間，

不同研究顯示航空業變化極大：（一）平均票價大幅下調：一項八十年代中期的

研究顯示，開放巿場為美國消費者帶來平均每年六十億美元（以一九七七年購

買力計算）的得益。（二）開放巿場為業界帶來極大好處：航空公司可通過編排

航班彈性及「樞紐網絡」安排，大幅度提高載客量及經營效率。一項八十年代

中期研究顯示，開放巿場為美國業界帶來平均每年二十五億美元（以一九七七

年購買力計算）的得益。事實上，首十多年的經驗大多符合經濟學者對巿場開

放的預測。可是，隨後巿場卻趨向集中，發展令經濟學者感到驚奇。 

  相對美國而言，歐洲巿場開放緩慢，從一九八八年開始，以大約十年時

間逐步開放成員國之間的航空限制，對巿場影響亦和美國經驗有所分別。雖然

平均票格明顯下跌，但商務票格跌幅輕微，商務旅客得益不大。其次，巿場開

放不但促進不同成員國航空公司之間競爭，不同國家機場亦希望通過競爭去增

加收入，結果成為客運量上升的主因之一。歐美兩地航空業開放經驗不一，主

因為採取方法不同。美國的「震盪式」改革成果較快出現，但對業界帶來沖擊

不少，不少航空公司因未能應付競爭而倒閉。歐洲的「漸進式」開放成果較慢

出現，但業界有較長時間慢慢適應巿場變化，並可向監管當局表達意見，對業

界影響相對較輕微。兩地不同的改革方法及成效，可能為香港政府的航空政策



制定者提供寶貴經驗。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多年的急劇發展創造了國內航空業的龐

大需求。同時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改變了國內航空業的巿場結構及監管機制。

再加上國內在「開放天空」政策的發展，國內航空巿場在過去十多年間變化極

大。港龍一向以服務國內線為主，上述的種種變化不但影響港龍的巿場地位，

更影響著香港作為中國主要航空樞紐的地位。香港航空政策的改變方向似乎不

能完全脫離國內巿場的運行軌跡。 

  同樣地，亞洲整體巿場變化極大，一些國家正推行對美國航空公司的「開

放天空」政策。另一方面，亞洲主要國家間亦開展貿易全面自由化的探討，航

空業作為服務貿易的主要構成，亞洲區內貿易政策改變將對香港航空業帶來挑

戰及機會。這方面的發展亦為本地航空政策制定者帶來參考變數。 

  總結而言，隨著國泰重新踏入國內巿場，本地的「一航線、一航空公司」

政策正面臨改變。然而，外國經驗顯示航空巿場開放結果不一，開放速度對經

濟及業界影響極大，政府應小心制定政策改變速度。另一方面，中國及亞洲的

航空政策改變，將成為香港航空政策的重要影響因素。 

 

《香港航空政策系列之一》 

 
 


